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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学校治理能力直接关乎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解决与基础教育生态的

重构。研究基于教师感知视角,编制了“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能力水平与影响因素问卷,通过对全国范

围内3535份有效问卷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并结合12位教师的深度访谈,结果发现:当前学校治

理能力与“双减”政策目标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且该能力在教师学历、是否兼任行政职务、是否获得荣誉称

号、学校类型及所在区域等变量上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在影响因素中,学校工作氛围对学校治理能力的影

响最为显著,其次为学校办学自主权。结果还表明,提升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强化“多元共治”的理

念有助于学校治理能力提升。因此,提升学校综合治理能力需在协同育人整体治理理念引领下,构建多元主

体共生协同的治理格局,并以完善“双减”执行中的学校治理制度体系为支撑,有效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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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

简称“双减”政策),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为主要目标,以

重塑教育生态、回归育人本质为价值旨归[1]。

学校作为落实教育治理政策的具体实践场域,

其治理能力对“双减”政策的执行具有重要意

义。“双减”政策中提及的作业管理、课堂教

学、课后服务等具体内容均指向学校场域。在

减轻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基础上,实现

学校教育提质增效以及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和高质量教育体系,都有赖于学校发挥主阵地

作用。切实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关键

在于有效执行该政策[2],进而实现学校治理的

良治与善治。目前,“双减”政策的执行给中小

学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及治理能力

等都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造成学校教育教学

秩序的新困境[3]。其中,主要表现在“多元主体

参与权制度不完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以

及教育评价制度价值异位三个方面”[4]。以学

校治理变革为突破口,这不仅是“双减”政策的

关键,也是学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双

减”政策的颁布使我国减负治理开始走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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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校外教育协同治理的新格局[5]。那么,

如何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并切实承担

减负的主体责任,如何同步提升学校自身育人

水平和治理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增强家校社多

元主体协同共治学业负担的效能等,这些问题

的解决成为“双减”政策落实的重中之重。教

师作为“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主体的中

坚力量,在教授学生知识、联络学校和家长方

面起着桥梁作用,是“双减”政策的关键利益群

体[6]。以民主和共治作为重要特征的学校治理

现代化使得教师参与学校多元共治成为必然。

已有研究从“双减”政策要求的作业设计、高效

课堂、课后服务、校外培训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同时也对“双减”政策执行的关键问题、理论逻

辑、难点阻滞、推进策略、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

了研究。但是,鲜有研究基于教师感知视角关

注“双减”政策中的学校治理能力问题。部分

学者虽然对教师等多元主体参与学校治理提

出了困惑和推进策略等,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研

究,且相关实证研究的调查范围有待拓展、探

讨深度也有待提升。教师作为学校教育实践

的执行者,其感知的学校治理样貌更为真实,

应作为“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研究的关

键主体。因此,研究从教师感知视角出发,在

实证调研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分析全国各地

“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能力状况与影响

因素,为后续学校治理能力提升和“双减”政策

持续发力提供对策建议。

二、研究过程

(一)研究假设

研究根据“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能

力状况与影响因素的调查,提出以下假设:

(1)H1a-H1i:“双减”政策执行中教师感知

的学校治理能力在教师性别、年龄、教龄、职

称、学历、是否兼任行政职务、是否获得相关荣

誉称号、学校类型及所在区域等特征变量上存

在显著差异;

(2)H2: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显著

正向影响学校治理能力的整体水平;

(3)H3:教师对学校共治的看法显著正向

影响学校治理能力的整体水平;

(4)H4:学校办学自主权显著正向影响学

校治理能力的整体水平;

(5)H5:学校工作氛围显著正向影响学校

治理能力的整体水平;

(6)H6:影响力度的优先级排序为学校办

学自主权、教师对学校共治的看法、学校工作

氛围、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

(二)工具编制

问卷工具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

口学方面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教师的性别、

年龄、教龄、职称、学历是否兼任行政职务、是

否获得相关荣誉称号、学校类型及所在区域等

情况;第二部分为“‘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学校

治理能力水平量表”和“‘双减’政策执行中学

校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量表”,采用李克特4点

量表计分方式,分别记为1、2、3、4。

1.“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学校治理能力水

平量表编制

研究主要基于“双减”政策文本开展量表

的编制工作。从政策文本看,“双减”政策执行

中学校治理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作业管理、课

后服务、课堂教学3个部分。基于前测阶段收

集的1003份有效样本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

因素分析,最终形成包含50道题目的正式问

卷。其中,学校治理整体改变状况维度包含13
道题目,主要调查“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师所

在学校在课后服务、作业管理、家校协同及“双

减”治理目标达成等方面的改变状况。考虑到

该维度是从整体上对“双减”政策执行状况的

考量,因此,不与其他因子一同进行整体量表

分析。其余37道题目划分为3个因子:(1)学

校作业治理,主要包括作业数量、质量、形式、

制度等状况;(2)课后服务治理,主要了解学校

在课 后 服 务 资 源 及 教 师 报 酬 方 面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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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堂教学治理,涉及课堂教学观念与设计、

实施、评价等方面的内容。研究采用SPSS26.0
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双减”政策实施

以来,学校治理整体改变状况维度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0.982,信度较为理想。KMO 值为

0.977,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结 果 显 著 (χ2 =

65820.590,P<0.001),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其他3个因子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大于0.9,量

表总信度为0.980,表明信度较为理想。总量

表KMO值为0.981,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

著(χ2=153970.629,P<0.001),表明问卷结

构效度良好。

2.“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能力影响因

素量表编制

研究依据已有文献和“双减”政策文本,从

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治

理效能等维度进行分析,编制了“‘双减’政策

执行中学校治理能力影响因素量表”。通过探

索性因素分析编制出正式问卷,共39道题目,

划分为4个因子:(1)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

度,即教师对“双减”政策颁布实施以来的整体

认可程度;(2)教师对学校共治的看法,调查教

师对所在学校“双减”政策执行中各主体参与

学校共治的看法;(3)学校办学自主权,借鉴教

育治理研究中对治理维度的划分方式,结合

“双减”政策编制题项,以了解学校在政策执行

中相关事务的自主权情况;(4)学校工作氛围,

借鉴 教 学 与 学 习 国 际 调 查 (Teachingand

LearningInternationalSurvey,TALIS)2018教

师问卷第48题[7],了解教师在学校治理中是否

有发言权以及参与决策的权利。4个因子克隆

巴赫α系数均大于0.9,量表总信度为0.970,表

明信度较为理想。总量表 KMO值为0.977,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著(χ2=154339.136,

P<0.001),表明该量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且

内部一致性良好。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运用

最大方差旋转法转轴后,因子载荷量均大于

0.6,方差累计贡献率为73.14%,表明问卷结构

效度理想。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能力状况与影响因素量表信效度分析

维度及因子 项数 克隆巴赫α系数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学校治理能力水平量表(量表1) 37 0.980
学校作业治理 6 0.950
课后服务治理 10 0.913
课堂教学治理 21 0.983
学校治理能力影响因素量表(量表2) 39 0.970􀪋􀪋􀪋􀪋􀪋􀪋􀪋􀪋􀪋􀪋􀪋􀪋􀪋􀪋􀪋􀪋􀪋􀪋􀪋􀪋􀪋􀪋􀪋􀪋􀪋􀪋􀪋􀪋􀪋􀪋􀪋􀪋􀪋

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 11 0.960
教师对学校共治的看法 10 0.924
学校办学自主权 10 0.951
学校工作氛围 8 0.967

0.981

0.977

􀪋􀪋􀪋􀪋􀪋􀪋􀪋􀪋􀪋􀪋􀪋􀪋􀪋􀪋

  (三)研究对象

研究在大规模调研前,抽取陕西和河南两

省的4个地级市进行小范围的预调研,并结合

初步访谈进一步修订了问卷。正式调查以全

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

样方法,尽量保持各年级填答问卷数量相当,

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并进行回收。课题组于

2022年7至10月在全国30个省份236个县

(市、区)展开调查。调查结束后,共回收3857
份样本,剔除无效样本322份,得到有效样本3

535份,样本回收有效率为91.65%。调查对象

样本分布情况具体如表2所示。研究采用半结

构式访谈,选取不同学段、性别和职务的教师

12位,其中校长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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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调查对象样本分布情况统计表(N=3535)

变量 类别
频数
(人)

百分比
(%)

变量 类别
频数
(人)

百分比
(%)

性别  

年龄(岁)

􀪋􀪋􀪋􀪋􀪋􀪋􀪋

教龄(年)

􀪋􀪋􀪋􀪋􀪋􀪋􀪋

是否获得

相关荣誉

称号  

􀪋􀪋􀪋􀪋􀪋􀪋􀪋

学校类型
􀪋􀪋􀪋􀪋􀪋􀪋􀪋

学校区域

􀪋􀪋􀪋􀪋􀪋􀪋􀪋

男 901 25.49
女 2634 74.51
≤30 895 25.33􀪋􀪋􀪋􀪋􀪋􀪋􀪋􀪋􀪋􀪋􀪋􀪋􀪋􀪋􀪋􀪋􀪋

31~40 981 27.75
41~50 1196 33.82
≥51 463 13.10
≤5 927 26.22􀪋􀪋􀪋􀪋􀪋􀪋􀪋􀪋􀪋􀪋􀪋􀪋􀪋􀪋􀪋􀪋􀪋

6~10 550 15.56
11~15 361 10.21
16~20 347 9.82
21~25 613 17.34
26~30 423 11.97
≥31 314 8.88

是,多于一次 1221 34.54􀪋􀪋􀪋􀪋􀪋􀪋􀪋􀪋􀪋􀪋􀪋􀪋􀪋􀪋􀪋􀪋􀪋

是,获得过一次 964 27.27
没有 1247 35.28
没有这种评比 103 2.91
公立学校 3308 93.58􀪋􀪋􀪋􀪋􀪋􀪋􀪋􀪋􀪋􀪋􀪋􀪋􀪋􀪋􀪋􀪋􀪋

民办学校 227 6.42
东部地区 1207 34.14􀪋􀪋􀪋􀪋􀪋􀪋􀪋􀪋􀪋􀪋􀪋􀪋􀪋􀪋􀪋􀪋􀪋

中部地区 739 20.91
西部地区 1373 38.84
东北地区 216 6.11

学历

职称

􀪋􀪋􀪋􀪋􀪋􀪋􀪋

是否兼任

行政职务

􀪋􀪋􀪋􀪋􀪋􀪋􀪋

􀪋􀪋􀪋􀪋􀪋􀪋􀪋

初中及以下 30 0.85
职高/中专/技校 13 0.37
高中 39 1.10
大学专科 503 14.23
非全日制本科 1215 34.37
普通本科 1440 40.74
研究生及以上 295 8.34
无职称 540 15.28􀪋􀪋􀪋􀪋􀪋􀪋􀪋􀪋􀪋􀪋􀪋􀪋􀪋􀪋􀪋􀪋􀪋

三级职称 77 2.18
二级职称 962 27.21
一级职称 1408 39.83
高级职称 537 15.19
正高级职称 11 0.31
未兼任行政职务 2460 69.59􀪋􀪋􀪋􀪋􀪋􀪋􀪋􀪋􀪋􀪋􀪋􀪋􀪋􀪋􀪋􀪋􀪋

年级负责人 248 7.02
教研室负责人 158 4.47
教务处主任/副主任 190 5.37
副校长 58 1.64
校长 25 0.71
其他 396 11.20
􀪋􀪋􀪋􀪋􀪋􀪋􀪋􀪋􀪋􀪋􀪋􀪋􀪋􀪋􀪋􀪋􀪋

三、研究结果

(一)学校治理能力描述性统计分析

“双减”政策将学校教育提质增效作为重

要目标,而学校治理能力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

因素。对学校治理能力水平量表所得分值进

行标准化处理后,研究进一步对“学校作业治

理”“课后服务治理”“课堂教学治理”3个维度

及“学校治理整体改变情况”维度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教师对“课堂教学

治理”评价最高(M=3.37),其次为“学校作业

治理”(M=3.15)和“学校治理整体改变情况”

(M=3.02),而“课后服务治理”维度得分相对

较低(M=2.82)。所有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理

论中值(2分)。这说明教师认为本校在“双减”

政策执行中的学校治理能力整体水平较为良

好,各维度平均得分排序为课堂教学治理>作

业治理>学校治理整体改变情况>课后服务

治理。

(二)学校治理能力差异性分析

教师对“双减”政策的感知存在多样化和

质性差异[8],其对学校治理能力的感知同样具

有差异性。研究以量表中教师个人特征变量

为自变量,以学校治理能力水平各维度为因变

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具体如表3所示。

1.“学校治理整体改变情况”维度分析

从表3可知,“学校治理整体改变情况”维

度在教师年龄、教龄、职称以及学校类型上无

显著性差异(P>0.05),但在教师学历、是否兼

任行政职务、是否获得荣誉称号及学校类型及

所在区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教师学历上

(P<0.01),非全日制本科学历的教师均值更

高,其次为大学专科、普通本科学历的教师,初

中及以下学历的教师最低;在行政职务上(P<

0.001),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认为本校学校治

理整体改变情况更好,其中,校长均值最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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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教务处主任、年级负责人等教师均值大体

相当,均优于未兼任行政职务者;在荣誉称号

上(P<0.001),获得过多于一次相关荣誉称号

的教师感知显著强于未获得或未参与评比的

教师;在学校类型及所在区域上(P<0.01),教

师认可度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2.“学校作业治理”维度分析

从表3可知,“学校作业治理”维度在教师

学历、教龄、是否兼任行政职务及是否获得荣

誉称号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教师学历上(P<

0.01),职高、中专、技校学历教师在作业治理上

的感知最优,其次为非全日制本科学历教师,

初中及以下学历教师感知最弱;在教师教龄上

(P<0.001),11~15年 教 龄 教 师 均 值 最 高,

26~30年教龄教师次之,5年及以下教龄教师

最低,其他教龄教师基本处于平均水平;在行

政职务上(P<0.001),兼任校长或副校长的教

师感知显著优于未兼任者;在荣誉称号上(P<

0.001),获得过多于一次相关荣誉称号的教师

对学校作业治理更认可,其次为仅获得一次的

教师,未参与评比的教师最低。此外,该维度

在教师年龄、职称、学校类型及所在区域上也

存在一定差异(P<0.05)。

3.“课后服务治理”维度分析

从表3可知,“课后服务治理”维度在教师

学历上无显著差异(P>0.05),在教师职称、是

否获得相关荣誉称号上存在一定差异(P<

0.05),在教师年龄、教龄、是否兼任行政职务、

学校类型及所在区域上则存在显著差异:在教

师年龄上(P<0.01),31~40岁教师感知最佳,

30岁及以下的教师次之,其他年龄段教师基本

一致;在教师教龄上(P<0.001),11~15年教

龄教师感知最佳,21~25年教龄教师对课后服

务的 治 理 感 知 最 弱;在 行 政 职 务 上 (P <

0.001),兼任教务处主任或副主任的教师得分

最高(可能与其职责有关),其次分别为校长、

副校长、教研室负责人、年级负责人,未兼任行

政职务的教师得分最低;在学校类型上(P<

0.01),公立学校教师认可度显著高于民办学校

教师;在学校区域上(P<0.001),教师对课后

服务治理认可度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

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4.“课堂教学治理”维度分析

从表3可知,“课堂教学治理”维度在教师

年龄、学历、教龄、职称、是否兼任行政职务、是

否获得荣誉称号、学校类型及所在区域上均存

在显著差异:在教师年龄上(P<0.001),41~

50岁年龄的教师感知更为突出,其次为31~

40岁和50岁及以上的教师,30岁及以下教师

感知相对较弱;在教师学历上(P<0.001),非

全日制本科教师均值最高,其次为普通本科、

大学专科、职高或中专及技校、研究生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教师,高中学历教师感知最

弱;在教师教龄上(P<0.001),26~30年教龄

的教师感知更好,5年及以下教龄教师感知更

弱,其他 教 龄 教 师 大 体 相 当;在 教 师 职 称 上

(P<0.001),一级职称的教师更认可课堂教学

治理情况,其后依次为高级、正高级、二级职称

教师,无职称教师最低;在行政职务上(P<

0.001),兼任副校长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其他

职务教师,未兼任者得分最低;在荣誉称号上

(P<0.001),获得过多于一次荣誉称号的教师

得分最高;在学校类型上(P<0.001),公立学

校教师认可度显著高于民办普通学校教师;在

学校所在区域上(P<0.01),教师认可度均值

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东北地区。

此外,学校治理能力各维度在性别变量上

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故表3中未呈现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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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特征变量在学校治理能力水平量表的得分对比

变量 类别
学校作业治理

M(SD) F/P

课后服务治理

M(SD) F/P

课堂教学治理

M(SD) F/P

学校治理整体改变情况

M(SD) F/P

性别

年龄

􀪋􀪋􀪋􀪋

学历

􀪋􀪋􀪋􀪋

教龄

􀪋􀪋􀪋􀪋

职称

􀪋􀪋􀪋􀪋

是否兼任

行政职务

􀪋􀪋􀪋􀪋

是否获得

相关荣誉

称号

􀪋􀪋􀪋􀪋

学校类型
􀪋􀪋􀪋􀪋

学校区域

􀪋􀪋􀪋􀪋

男 3.15(0.78)
女 3.15(0.76)

30岁及以下 3.08(0.74)􀪋􀪋􀪋􀪋􀪋􀪋􀪋􀪋􀪋􀪋􀪋􀪋

31~40岁 3.20(0.76)

41~50岁 3.16(0.78)

51岁及以上 3.15(0.77)
初中及以下 3.03(0.84)􀪋􀪋􀪋􀪋􀪋􀪋􀪋􀪋􀪋􀪋􀪋􀪋

职高/中专/技校 3.31(0.77)
高中 3.12(0.76)
大学专科 3.16(0.71)
非全日制本科 3.21(0.76)
普通本科 3.12(0.77)
研究生及以上 3.02(0.78)

5年及以下 3.06(0.73)􀪋􀪋􀪋􀪋􀪋􀪋􀪋􀪋􀪋􀪋􀪋􀪋

6~10年 3.19(0.75)

11~15年 3.24(0.79)

16~20年 3.11(0.81)

21~25年 3.15(0.78)

26~30年 3.22(0.72)

31年及以上 3.18(0.77)
无职称 3.07(0.72)􀪋􀪋􀪋􀪋􀪋􀪋􀪋􀪋􀪋􀪋􀪋􀪋

三级职称 3.05(0.63)
二级职称 3.12(0.78)
一级职称 3.19(0.76)
高级职称 3.18(0.77)
正高级职称 3.11(0.89)
未兼任行政职务 3.09(0.76)􀪋􀪋􀪋􀪋􀪋􀪋􀪋􀪋􀪋􀪋􀪋􀪋

年级负责人 3.24(0.76)
教研室负责人 3.26(0.80)
教务处主任/副主任 3.42(0.72)
副校长 3.52(0.61)
校长 3.61(0.55)
是,多于一次 3.22(0.76)􀪋􀪋􀪋􀪋􀪋􀪋􀪋􀪋􀪋􀪋􀪋􀪋

是,获得过一次 3.16(0.74)
没有 3.08(0.77)
没有这种评比 2.94(0.82)
公立学校 3.15(0.76)􀪋􀪋􀪋􀪋􀪋􀪋􀪋􀪋􀪋􀪋􀪋􀪋

民办学校 3.05(0.76)
东部地区 3.20(0.74)􀪋􀪋􀪋􀪋􀪋􀪋􀪋􀪋􀪋􀪋􀪋􀪋

中部地区 3.15(0.80)
西部地区 3.10(0.75)
东北地区 3.13(0.82)

/

3.193*

􀪋􀪋􀪋􀪋

3.573**

􀪋􀪋􀪋􀪋

4.297***

􀪋􀪋􀪋􀪋

2.723*

􀪋􀪋􀪋􀪋

11.400***

􀪋􀪋􀪋􀪋

9.856***

􀪋􀪋􀪋􀪋

4.028*
􀪋􀪋􀪋􀪋

3.328*

􀪋􀪋􀪋􀪋

2.81(0.77)

2.83(0.78)

2.85(0.77)􀪋􀪋􀪋􀪋􀪋

2.89(0.78)

2.77(0.78)

2.77(0.74)

2.78(0.81)􀪋􀪋􀪋􀪋􀪋

2.83(1.03)

2.59(0.88)

2.83(0.76)

2.83(0.77)

2.84(0.77)

2.75(0.81)

2.82(0.77)􀪋􀪋􀪋􀪋􀪋

2.89(0.78)

2.95(0.79)

2.81(0.79)

2.73(0.78)

2.80(0.78)

2.78(0.73)

2.81(0.77)􀪋􀪋􀪋􀪋􀪋

2.62(0.75)

2.86(0.78)

2.84(0.78)

2.76(0.78)

2.75(0.86)

2.77(0.78)􀪋􀪋􀪋􀪋􀪋

2.87(0.76)

2.96(0.78)

3.04(0.76)

3.01(0.79)

3.03(0.84)

2.88(0.77)􀪋􀪋􀪋􀪋􀪋

2.81(0.78)

2.80(0.77)

2.69(0.84)

2.83(0.78)􀪋􀪋􀪋􀪋􀪋

2.69(0.77)

2.87(0.80)􀪋􀪋􀪋􀪋􀪋

2.96(0.78)

2.73(0.73)

2.71(0.81)

/

4.412**

􀪋􀪋􀪋􀪋

1.143

􀪋􀪋􀪋􀪋

4.065***

􀪋􀪋􀪋􀪋

2.316*

􀪋􀪋􀪋􀪋

7.643***

􀪋􀪋􀪋􀪋

3.567*

􀪋􀪋􀪋􀪋

7.294**
􀪋􀪋􀪋􀪋

18.404***

􀪋􀪋􀪋􀪋

3.34(0.59)

3.38(0.59)

3.28(0.59)􀪋􀪋􀪋􀪋􀪋

3.39(0.59)

3.44(0.57)

3.38(0.60)

3.19(0.75)􀪋􀪋􀪋􀪋􀪋

3.33(0.66)

3.11(0.79)

3.33(0.61)

3.44(0.58)

3.35(0.57)

3.27(0.61)

3.25(0.59)􀪋􀪋􀪋􀪋􀪋

3.37(0.57)

3.42(0.61)

3.41(0.61)

3.41(0.59)

3.48(0.55)

3.40(0.58)

3.25(0.58)􀪋􀪋􀪋􀪋􀪋

3.25(0.54)

3.34(0.60)

3.43(0.58)

3.40(0.59)

3.39(0.63)

3.33(0.59)􀪋􀪋􀪋􀪋􀪋

3.48(0.54)

3.45(0.61)

3.51(0.60)

3.63(0.48)

3.55(0.49)

3.45(0.57)􀪋􀪋􀪋􀪋􀪋

3.38(0.57)

3.29(0.60)

3.25(0.69)

3.38(0.59)􀪋􀪋􀪋􀪋􀪋

3.24(0.63)

3.41(0.58)􀪋􀪋􀪋􀪋􀪋

3.38(0.64)

3.35(0.55)

3.28(0.68)

/

9.944***

􀪋􀪋􀪋􀪋

7.012***

􀪋􀪋􀪋􀪋

10.039***

􀪋􀪋􀪋􀪋

9.493***

􀪋􀪋􀪋􀪋

7.683***

􀪋􀪋􀪋􀪋

15.461***

􀪋􀪋􀪋􀪋

12.205***
􀪋􀪋􀪋􀪋

4.491**

􀪋􀪋􀪋􀪋

3.00(0.76)

3.03(0.74)

3.01(0.71)􀪋􀪋􀪋􀪋􀪋

3.07(0.76)

3.01(0.76)

3.02(0.75)

2.82(0.81)􀪋􀪋􀪋􀪋􀪋

2.86(0.92)

2.88(0.77)

3.05(0.72)

3.06(0.74)

3.02(0.75)

2.89(0.72)

3.00(0.70)􀪋􀪋􀪋􀪋􀪋

3.05(0.73)

3.10(0.80)

2.99(0.80)

3.02(0.76)

3.03(0.74)

3.03(0.75)

3.04(0.67)􀪋􀪋􀪋􀪋􀪋

2.96(0.64)

3.02(0.76)

3.04(0.76)

3.00(0.77)

3.13(0.79)

2.98(0.75)􀪋􀪋􀪋􀪋􀪋

3.14(0.71)

3.06(0.81)

3.19(0.75)

3.13(0.76)

3.40(0.58)

3.09(0.73)􀪋􀪋􀪋􀪋􀪋

3.06(0.73)

2.95(0.75)

2.94(0.82)

3.03(0.75)􀪋􀪋􀪋􀪋􀪋

2.94(0.70)

3.07(0.74)􀪋􀪋􀪋􀪋􀪋

3.06(0.76)

2.98(0.72)

2.96(0.82)

/

1.124

􀪋􀪋􀪋􀪋

2.943**

􀪋􀪋􀪋􀪋

0.996

􀪋􀪋􀪋􀪋

0.509

􀪋􀪋􀪋􀪋

5.409***

􀪋􀪋􀪋􀪋

7.717***

􀪋􀪋􀪋􀪋

2.956
􀪋􀪋􀪋􀪋

4.524**

􀪋􀪋􀪋􀪋

全样本 3.15(0.76) 2.82(0.78) 3.37(0.59) 3.02(0.74)􀪋􀪋􀪋􀪋􀪋􀪋􀪋􀪋􀪋􀪋􀪋􀪋􀪋􀪋􀪋􀪋􀪋􀪋􀪋􀪋􀪋􀪋􀪋􀪋􀪋􀪋􀪋􀪋􀪋􀪋􀪋􀪋􀪋􀪋􀪋􀪋􀪋􀪋􀪋􀪋􀪋􀪋􀪋􀪋􀪋􀪋􀪋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表示P值不显著。

  (三)学校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学校治理能力的核心影响因素,本
研究采用分层回归方法,重点分析教师对“双

减”政策的认可度、教师对学校共治的看法、学
校办学自主权和学校工作氛围4个因素,控制

变量包括教师性别、年龄、学历、教龄、职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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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兼任行政职务、是否获得荣誉称号、学校类

型及所在区域。回归分析前,多重共线性检验

确认所有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满足回

归分析前置条件。具体如表4所示。从相关分

析结果看,学校治理能力与上述4个影响因素

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大

于0.4,其中部分变量系数大于0.7,这表明各

影响因素与学校治理能力之间呈中度至高度

正相关关系。

表4 学校治理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控制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性别 0.039(0.194) 0.025(0.362) 0.007(0.761) 0.014(0.502) 0.032(0.074)
年龄 -0.000(0.915) 0.000(0.797) 0.000(0.712) 0.000(0.377) 0.000(0.960)
学历 -0.019(0.183) -0.027* -0.029* -0.012* -0.007(0.373)
教龄 -0.000(0.983) -0.012(0.163) -0.013(0.091) 0.001(0.927) 0.002(0.723)
职称 -0.016(0.307) -0.24(0.085) -0.026* -0.018(0.090) -0.004(0.634)
是否兼任行政职务 0.022*** 0.018** 0.011* -0.004(0.371) -0.001(0.847)
是否获得荣誉称号 -0.070*** -0.044*** -0.034** -0.024* -0.014(0.112)
学校类型 -0.079(0.128) -0.046(0.332) -0.031(0.461) -0.024(0.519) -0.035(0.267)
学校所在区域 -0.049*** -0.046*** -0.027* -0.006(0.530) -0.006(0.414)
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 0.482*** 0.158*** 0.119*** 0.055***

教师对学校共治的看法 0.643*** 0.126*** 0.095***

学校办学自主权 0.614*** 0.263***

学校工作氛围 0.493***

常量 3.407*** 1.818*** 0.784*** 0.460*** 0.309***

F 6.259*** 78.736*** 167.801*** 308.413*** 490.305***

R2 0.016 0.185 0.348 0.517 0.648
ΔR2 0.016 0.169 0.332 0.501 0.63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无标注表示P值不显著。

  表4呈现了各因素对学校治理能力的影响

结果。其中,表4中的模型1为基础模型,包含

所有控制变量,其方差解释率为1.6%;模型2
至模型5是在模型1基础上,分别加入“教师对

‘双减’政策的认可度”“教师对学校共治的看

法”“学校办学自主权”“学校工作氛围”4个核

心自变量后产生的结果。结果显示,4个因素

均对学校治理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具体而言,模型2加入“教师对‘双减’政策

的认可度”变量后,方差解释率升至18.5%,其

中,该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β=0.482),

显著高于其他控制变量。模型3增加了“教师

对学校 共 治 的 看 法”变 量 后,方 差 解 释 率 达

34.8%,较模型1提升了33.2个百分点,且新变

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β=0.643)。模型4
加入“学校办学自主权”变量后,解释能力较模

型1提升了50.1个百分点。模型5进一步增

加了“学校工作氛围”变量,解释能力较模型1
提升了63.2个百分点,其中,“学校工作氛围”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β=0.493),而“教师对

‘双减’政策的认可度”系数最小(β=0.055)。

综上所述,4个自变量均对因变量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其对学校治理能力解释力度由强到弱

依次为学校工作氛围、学校办学自主权、教师

对学校共治的看法、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

可度。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综合运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分

层回归方法,系统分析了学校治理能力状况及

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假设与相关数据分析结

果,得出几点结论。

“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能力整体水

平在教师性别变量上未呈现显著性差异(P>
0.05,拒绝假设 H1a),但在年龄、教龄、职务、学

历、是否兼任行政职务、是否获得荣誉称号、学

校类型及所在区域等特征变量上存在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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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性不等(部分接受假设 H1b-H1i)。其

中:“学校治理整体改变情况”维度在教师是否

兼任职行政职务以及是否获得荣誉称号上存

在极高度显著差异(P<0.001),在教师学历和

学校 所 在 区 域 上 存 在 高 度 显 著 差 异(P <
0.01);“学校作业治理”维度分别在教师教龄、

是否兼任行政职务以及是否获得荣誉称号上

存在极高度显著差异(P<0.001),在教师学历

上存在高度显著差异(P<0.01);“课后服务治

理”维度在教师教龄、是否兼职行政职务以及

学校所在区域上存在极高度显著差异(P<
0.001),在教师年龄及学校类型上存在高度显

著差异(P<0.01);“课堂教学治理”维度在教

师年龄、学历、教龄、职称、是否兼任行政职务、

是否获得荣誉称号、学校类型上均呈现极高度

显著差异(P<0.001),在学校所在区域上存在

高度显著差异(P<0.01)。

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教师对学校

共治的看法、学校办学自主权、学校工作氛围

均对学校治理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接受假

设 H2-H5)。其中,学校工作氛围对学校治理

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β=0.493,P<0.001),其
次为学校办学自主权(β=0.263,P<0.001),教
师对学校共治的看法的影响稍弱(β=0.095,

P<0.001),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的影

响力最小(β=0.055,P<0.001),因此拒绝假设

H6,其影响力由强到弱的排序为学校工作氛

围、学校办学自主权、教师对学校共治的看法、

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

(二)研究讨论

1.学校治理能力水平与“双减”政策目标

仍存在一定差距

“双减”政策展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首

先,政策执行的首要环节在于执行主体对政策

价值的体认和理解。在访谈中发现,“双减”政

策的宣传工作基本到位,教师对政策蕴含的教

育理念和价值意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对“双减”政策要求的减轻学生负担、强化学校

育人主阵地作用、重塑学校良好教育生态环境

等的认可度较高[9]。其次,主体参与多元共治

的意愿较强。“双减”政策要求的“多方联动”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等手段都离不开主体

的多元共治。结合访谈资料来看,目前学校共

治的理念已经被教师逐步认可,且教师参与意

愿较强。再次,校内“减负提质”工作初见成

效。“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校通过明确作业

管理和公示制度、科学统筹作业内容与形式、

提升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等方式,学生在校内

“学足、学好”目标逐步实现,学生学习负担切

实减轻。最后,以课堂教学提质增效为主要抓

手的教育质量提升行动得到确认和落实,学校

教育整体质量和学校主阵地育人能力得到较

大提升。

然而,要将“双减”政策目标宗旨的价值意

蕴转化为教师的普遍共识和指导理念,进而形

成实践自觉,仍需付出更多努力。从访谈过程

中发现,“双减”政策配套的评价体系改革实践

步履维艰,目前很多学校仍受“唯分数”“唯升

学”等传统教育理念束缚,学校的育人导向和

主体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某教师说道:“中考

和高考倒逼着学校只能追求升学率和成绩,分

数和升学率就是硬指标,是家长和社会评价学

校好坏的标准。学校每次开会都强调升学率,

教师教学压力很大,只能围绕考试知识点教

学,没办法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同时,多

元共治面临着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共识

缺失、既得利益集团危害、精英共谋等现实困

境[10],导致教师、家长、社会等多主体参与受

限。具体而言:一是教师在学校治理过程中缺

乏实质决策权,造成有意愿参与但无权利的尴

尬局面,协同中“低频率、单向度与缺深度”等

问题仍然存在[11];二是家长对学校治理的参与

动力不足,存在不愿意参与的现象;三是校外

培训机构、博物馆、青少年宫、研学实践基地等

社会教育机构与学校的深度协同融合也尚需

推进。

此外,学校整体治理能力不足成为关键制

约因素。从学校减负提质行动的实际效果来

看,“双减”政策执行现实境遇的复杂性和多方

主体与其自身利益诉求的矛盾及冲突都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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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减负提质行动的效能发挥。学校治理能力

有限性可能带来的实质性风险仍然值得关注,

其刚性实施影响着教师专业自主发展[13]。部

分教师在访谈中表示,由于自身时间精力不足

以及治理能力有限,不能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

性布置个性化或针对性作业。应试教育制度

的强制性让教师不得不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

多重利益交织使教师群体也深陷困局,这就与

“双减”政策价值追求相悖,甚至可能引发教育

公平隐忧。课后服务作为课堂教学的拓展延

伸,既是“双减”政策的重要目标,也是学校治

理过程的薄弱之处。部分学校仅仅将开展课

后服务作为需要日常推进的工作和任务,态度

上敷衍了事,导致课后服务的内容简单、形式

单一、质量不高、效果不佳,且与课堂教学缺乏

衔接,无法满足学生对多样化、个性化课后服

务的需求。同时,配套政策不到位、保障条件

不完善等情况更是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

这对学校教育提质增效形成掣肘。唯有有效

解决上述评价体系、协同机制、学校治理及课

后服务等核心问题,方能构建起“政府保障有

力,学校协同有序,社会多元参与,家长乐意尽

责”的理想育人格局[12]。

2.学校工作氛围与办学自主权是影响学

校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

提升学校治理能力,关键在于协同推进三

大要素。第一,学校为教师、家长、学生提供参

与决策的机会,营造民主参与的良好氛围是提

升其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在“双减”政策执

行中,教师的责任感和胜任力发挥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和谐且相互支持的学校工作氛围已

被证实显著影响教师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满意

度,这是教师深度、主动参与学校治理的关键

因素。第二,办学自主权作为学校发展的内生

动力,对学校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也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学校治理改革的本质在于“调整教

育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14],缺乏基本的自主

权,将严重制约学校创造性地实现良性发展。

第三,教师关于学校共治的看法对学校治理能

力的影响解释力偏弱。治理理念引领着治理

行动,而教育治理主体在“治理”理念上的欠

缺,常常导致各利益相关方在治理理念与参与

意识方面的不足,这往往成为权责下放与赋能

的主要障碍[15]。教师对学校共治的态度,不仅

能影响他们的参与意愿,还能进一步影响其参

与行为,最终对学校的治理能力产生影响。此

外,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普遍不高。教

师如果能超越对“减负”的传统理解,实现认知

的更新、制度的创新以及有效措施的提出,那

么这将直接影响其对“双减”政策深层价值的

正确把握,进而影响该政策的执行效果。

五、对策建议

“双减”政策既涉及政府、学校、社会组织、

市场主体(培训机构)等组织的利益,也涉及学

生、家长、教师等个体的利益[16]。在学校教育

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合作共生并

存[17],只有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才能更好地

实现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的目标。为此,必须通

过建立利益协调平衡机制(包括补偿机制、约

束机制、均衡机制和保障机制等)妥善处理政

策执行主体的利益[18],充分发挥多方主体作

用,方能切实推进“双减”政策的有效执行和落

地。同时,要优化“双减”政策的治理效能,必

须重视教师作为政策实施者和教育变革引领

者的重要作用[19]。因此,亟须采取有效措施,

着力提升学校治理能力,为“双减”政策的有效

执行提供坚实支撑。

(一)价值整合:形成协同育人的整体治理

取向

“双减”政策执行中学校治理目标的达成

需各主体凝聚教育价值共识,形成以“重塑教

育观念、重构育人格局、重视教育公平”为价值

追求的整体治理与协同育人取向,为实现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和个体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

向[20]。一是要回归治理目标的育人导向。教

育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双减”政策的价值目标归根到底是服

务于学校育人质量提升,而缺少伦理关怀和科

学育人导向的学校治理不可能取得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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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成功。学校治理唯有以此共识为基础,才

能建设和谐、可持续的教育生态,从而持续为

“双减”保驾护航。二是要形成治理过程的协

同、整合取向。“双减”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

题,更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紧密相关。

因此“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学校治理要以系统

性思维和整合理念作为支撑,立足于全面深化

改革的国家现代化发展路径和整体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依

据校内外变化进行统筹谋划[21]。因此,学校在

整体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与目标要明确,在治理

过程中进行整体规划并系统执行尤为重要,在

治理主体协同和治理方式上要充分释放整体

效应。三是塑造和谐民主的学校氛围。良好

的学校氛围能够为“双减”治理实现共治共赢

提供信任基础与可能空间,有助于在学校办学

目标与教师专业信仰方面达成共识[22]。

(二)关系依托:构建多元主体共生协同的

治理格局

“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治理需以关系构

建为依托,以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共享来调动

各方积极性,构建以多元主体治理关系为核心

的协同互助且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23]。在推

动“双减”政策执行中,厘清政府、学校、家庭、

社会等主体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建立有效的协

同治理模式尤为关键,因此,需要充分激发多

元主体参与学校治理的活力。政府及教育治

理相关部门要合理利用多种政策工具,以放权

赋能、放管结合等方式激活学校自主办学,从

政策和制度上明确学校自主办学的地位,从而

促进学校自主办学措施的落实,引导学校、教

师在“双减”政策执行中主动承担、积极作为。

在学校教育治理层面,学校承担元治理角色,

对多元共治的发起、过程、效果负责[24]。中小

学校是基础教育治理活动中的主阵地和载体,

其治理能力直接影响“双减”实施效果和基础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具体而言,明确家校

社协同中各方主体参与学校“双减”工作的具

体权利、义务与职责分工;利用大数据平台等

技术拓展多元主体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丰富

参与方式,持续提升学校、家庭、社会在落实

“双减”政策中的专业性和协同性;在校长负责

制的管理体制基础上推行集体决策,切实保障

教师知情权与监督权,吸纳、鼓励和支持教师

及其他主体参与学校治理,避免学校决策主体

的单一性;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作业优化设

计、课后服务等核心领域应充分尊重教师主体

角色,保障教师参与权利,激发其内在活力;同

时积极引导家长和社会力量主动作为,通过整

合资源发挥集成优势,最终推动多元共生、协

同治理生态格局的形成。

(三)过程支持:完善“双减”政策执行中的

学校治理制度体系

完善“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学校治理制度

体系,需以“共识”“共治”“共享”三大要素为支

撑[25],贯穿治理全过程。一是构建“双减”相关

的经费保障制度、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机制、教

师激励制度等投入机制。在课后服务方面,政

府要构建相应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学校

要形成课后服务保障细则,并根据本校课后服

务短板有针对性地为教师提供专业支持等,确

保教师获得与劳动相匹配的合理报酬。二是

建立并完善“双减”政策执行网络中多方参与

的协同、协作和协商机制。基于“双减”政策执

行中资源的整合性及主体的协作性[26],教育行

政机构应通过建立数据整合共享机制,整合相

关研究成果和社会组织资源,并表达主体合理

利益诉求[27]。学校则必须设计多方参与的协

同制度,保障各主体参与的权利。在中小学校

治理领域建立起多元主体之间定期沟通、长期

协作、联合行动的合作机制,推进主体协同和

信息整合,切实增强家庭、学校、社会参与学生

“减负”工作的专业性与协同性。三是持续推

进教育督导机制和教育评价体制改革,搭建

“智慧监测自助平台”[28]。一方面,建立“双减”

常态化治理体系和监督体系,以立德树人成效

作为根本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加快推进考试

制度改革和评价制度改革,充分发挥评价指挥

棒的作用,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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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匹配:切实提升学校综合治理效能

作为一项具有复杂性与系统性的工程,
“双减”政策的执行对学校整体规划、资源整

合、关系协调等综合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将治理制度的体系优势转化为实质治理

效能,关键在于提升与治理目标相匹配的能

力,主要涉及管理制度和师资队伍的建设、物
资设备和相关经费的保障以及社会各界协同

育人的资源整合等。提升学校治理能力是试

图“突破规制、以法治赋权、推进协商共治的过

程”[29]。一是提升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元治理能

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切实提升综合保障水

平。政府部门要以“双减”为契机,在校内外协

同治理的基础上,明确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的

功能与定位,创设“低竞争、低控制、真评价”的
教育生态,以促进教育整体持续健康发展[30],

构建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推动学校育人主阵地

回归,破解义务教育资本化运作导致的不平等

和资源失衡问题。二是提升学校的整体育人

能力。学校需系统化设计作业,衔接课内课

外、校内校外,在落实“双减”政策基本要求的

前提下,增加作业内容的丰富性、针对性、可操

作性与可选择性。学校应在前期充分调查的

基础上整合各方需求,采取“请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的方式,丰富学生课后实践活动和

特色课程,切实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满足学生多

样化发展需求的能力。学校依托“双减”课程

体系建设(如校本课程、自主学习课程)与教师

队伍建设等不断提升育人质量,探索具有特色

且适合自身需求的治理举措。三是重视家校

社协同育人共同体,构建“学校—技术—社会”

协同治理创新框架[31]。家校社要建立“战略同

盟”,发挥协同育人效应,以技术赋能资源,实
现深度共享,拓宽家长、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

参与学校或班级治理事务的广度,实现协同治

理常态化,共同达成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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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GovernanceCapacityintheImplementationof“DoubleReduction”Policy

ZHANGXue
(DepartmentofEducation,Baoji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Baoji721016,China)

Abstract:Theschoolgovernancecapacityintheimplementationofthe“DoubleReduction”Policyis
directlyrelatedtothealleviationofstudents􀆳academicburdenandthereconstructionofagoodbasic
educationecology.Basedonteachers􀆳perception,thestudydevelopedaquestionnaireonthelevelof
schoolgovernancecapacity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theimplementationofthe“DoubleReduc-
tion”Policy.Throughone-wayANOVAandregressionanalysison3535responsesnationwide,sup-
plementedbyin-depthinterviewswith12teachers.Theresultsshowthatthereisstillacertaingap
betweentheschoolgovernancecapacityandthegoalofthe“DoubleReduction”Policy.Theschool
governancecapacityvariesinvariablessuchasteachers􀆳academicqualifications,part-timeadministra-
tivepositions,whethertheyhavereceivedhonorarytitles,andtheregionoftheschool.Amongthein-
fluencingfactors,theschoolworkatmosphereexertsthemostsignificantimpact,followedbythe
school􀆳sautonomy.Thefindingsfurtherindicateimprovingteachers􀆳recognitionofthepolicyand
strengtheningtheconceptof“multi-partyco-governance”willhelpenhanceschoolgovernancecapaci-
ty.Therefore,toelevateoverallschoolgovernancecapacity,itisnecessarytofosteragovernancepat-
terncharacterizedbythesymbioticcollaborationofmultiplestakeholdersundertheguidanceofthe
holisticgovernanceconceptofcollaborativeeducation,supportedbytheimprovementoftheinstitu-
tionalsystemforschoolgovernanceintheimplementationofthe“DoubleReduction”Policytoeffec-
tivelyreducestudents􀆳academicburdens.
Keywords:“doublereduction”policy;schoolgovernance;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
multi-governance;governancecapacity;levelof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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